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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关于一国 (尤其是欠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近年来经济学界出现了以杨小

凯为代表的宪政决定论与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战略决定论之争。文章运用复杂性科学“混沌的边缘”原理 ,

提出了超越“林杨之争”的假说 :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 ,既不是宪政改革 ,也不是发展战略 ,而是稳定

与创新。也就是说 ,经济系统只有在同时兼备较高的稳定性和创新性的状态下 ,才能健康快速发展。在运

用一些典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里程来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之后 ,指出了当前中国面临稳定危机与创新不足

的“双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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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一国 (尤其是欠发达国家) 长期经济发展

的决定性因素 ,近年来经济学界出现了宪政决定论

与战略决定论之争。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

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因为这样不仅可能会

诱发理论创新 ,而且必然激发我们深入探索 21 世

纪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

实施的步骤。

一、宪政决定论与战略决定论之争

众所周知 ,关于经济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 (特

别是新制度经济学) 有一个信念 ,即制度决定经济

绩效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起决定性作用。

新兴古典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杨小凯教授更是进一

步认为 ,英美式的宪政共和体制是一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具体一些来说 ,在新兴古典经济理论看来 ,

之所以有穷国和富国的差别 ,其主要根源就是富国

有一些好制度和习惯能够有效地减少内生交易费

用 ,而穷国则是缺乏这些有效率的制度和习惯。在

这些制度中 ,产权制度对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又最为

关键。杨小凯认为 ,只有通过英美式的宪政共和体

制才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的产权制

度。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观点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教授撰文指出 ,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

展的充分条件 ,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发展战略 ,即政府

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

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至

于政治体制的变革 ,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发达阶

段时才能够顺利推进。然而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

看 ,这场“林杨之争”是没有赢家的。

首先 ,杨小凯教授的观点 ,无法解释许多重要

的现象 :德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是在

完成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之后才废弃专制政

体转而采用宪政体制的 ;新加坡迄今仍未采用英美

式的宪政共和体制 ,经济上还有相当多的国有企

业 ,但是新加坡 1996 年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

的水平 ;拉美国家独立后均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

改革 ,但是这些国家迄今经济仍落后不堪、困难重

重 ;而曾经是世界头号强国、被誉为共和宪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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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锋和楷模的英国 ,现在经济发展却不尽如人

意 ,已经落后于许多“曾经的后进国家”。

其次 ,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则无法解释以下现

象 : (1)众所周知 ,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因实施

“赶超战略”而实现经济现代化 ; (2) 以日本为例 ,

1950 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相对成本无法与美国竞

争 ,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 ,

所以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 ,但私人企业

自主地跨越式发展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汽车制造

业 ,结果日本成了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显然 ,如

果当年日本私人企业遵循所谓的“比较优势战略”,

那么也许就没有后来日本汽车产业的辉煌了。(3)

1980 年代初期拉美国家经济改革以来 ,其产业政

策的基本原则就是发挥比较优势 ,包括资源比较优

势和劳动力比较优势 ,但是拉美国家经济迄今仍在

困境中徘徊。

可见 ,上述两种观点之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稳定与创新 :经济腾飞之双翼

复杂性科学研究揭示 ,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如

果灵活性、创新性不足 ,过于僵化 ,那么它应对环境

变化的能力就会降低 ,从而生命力下降 ,此即所谓

的“秩序困境”;相反 ,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如果过

于无序 ,变化无常 ,“常流无住”,那么它实际上很难

积累任何建设性的功能 ,所以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很低 ,生命力也很脆弱 ,此即所谓的“混沌陷阱”。

复杂适应性系统只有在“混沌的边缘”———同时兼

备适度的稳定性和适度的灵活性 (创新性) 的状态

下 ,其生命力才最强 ,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 ,它才能

健康成长。

本文根据复杂性科学“混沌的边缘”原理提出

这样的假说 :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 ,既不是

宪政改革 ,也不是发展战略 ,而是稳定与创新。也

就是说 ,经济系统只有在稳定性和创新性高度统一

的条件下 ,它才能健康成长。下面 ,我们用一些典

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里程来证明这一假说。

(一)英国的兴衰与德国的崛起

众所周知 ,英国工业革命的确发生在其宪政革

命之后。所以许多人 (如缪尔达尔和诺思)认为 ,宪

政秩序决定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导致了以技术

革命为核心的工业革命。但是 ,他们解释不了为什

么作为共和宪政体制楷模的英国 ———曾经是最发

达的国家很快被落后的德国和美国所超越呢 ? 而

我们知道 ,当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

声时 ,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 ,但在进入

20 世纪时 ,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 ,到 1914

年 ,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

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然而 ,德国直到

1918 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 ,采用宪政体制。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费里曼 ( Freeman ,2001 ) 对

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英国后来的社会、文

化、政 治 和 经 济 等 制 度 僵 化 是 其 基 本 原

因[1 ] (P248 - 256) 。凡勃伦在《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

命》(1915)中认为 ,德国把更发达的技术接过来 ,最

彻底地应用于不受既得利益阻碍的环境中 ;而在英

国 ,旧制度阻碍了新制度的产生 ,导致了原生性的

新技术发展受到抑制。

(二)日本的兴衰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

自二战以来 ,非西方文化传统的日本和东亚

“四小龙”在战后也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

了经济追赶。这说明 ,文化也并非经济发展的关

键。

尽管林毅夫否认日本曾经长期实施“赶超战

略”的事实 ,但是多数学者认为 ,战后日本是在比较

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凭借“赶超战略”成功地

实现了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

本政府本身对此也是承认的 ,日本行政改革会议在

其《最终报告》中指出 :日本战后形成的社会体制 ,

实际上是一种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为目标、以发展

生产力为使命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最直接的表

现就是日本追赶型的产业政策 ,它以欧美先进工业

国的产业结构和先进技术水平为蓝本 ,有计划、有

步骤地推行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借此 ,日本

战后从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 ,一跃成为人均收入超

过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 ,美日经济的盛衰却形

成鲜明了的对照。19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进入前

所未有的大繁荣时代 ,出现的是高经济增长和低通

货膨胀。而 1991 年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 ,日本

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迄今尚未见有明显的复苏迹

象。人们不禁要问 ,目前仍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

术的日本 ,为什么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为何会落到

这等田地 ?

多数学者认为 ,能否实现“新经济”的转型是美

日经济出现盛衰交替的根本原因。

杨小凯则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经济停

滞是由日本不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造成的。然而 ,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 ,众所周知 ,被杨小

凯认为是宪政体制改革先锋和楷模的英国迄今也

并未实现“新经济”的转型 ,其经济增长也并不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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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可见 ,这并不是一个宪政改革的问题 ,而是

一个创新的问题。

事实上 ,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 ,

日本为实现赶超目标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产业体

系已显得过于封闭 ,在政府主导环境中形成的某些

做法也慢慢地“硬化”为一种“惯例”,妨碍了已经发

育起来的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 ,扼制了民间的

创新活力。僵化的政府体制又难以适应市场变化

更加复杂、产业替代竞争更加激烈、信息渠道更加

分散、预期的不确定性空前增加及创新风险愈益加

大的新经济特点 ,从而使日本未能完成”新经济”转

型 ,进而导致了日本经济运行陷入了一种近乎停滞

的状态。

(三)拉美国家、俄罗斯与印度

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 ,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

制度 ,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 ,并且实施进口

替代的工业化战略 (林毅夫也将之称为赶超战略) ,

但是成效并不显著。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债务

危机的爆发 ,拉美国家才放弃进口替代模式 ,开始

进行以政策变化为标志的经济改革。从拉美国家

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 ,其基本原则就是发挥比较优

势 ,包括资源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比较优势[2 ] 。尽

管如此 ,20 世纪 80 年代仍然是拉美国家“失去的

10 年”。人们甚至担心 ,21 世纪头 10 年拉美地区

还会步“失去的 10 年”的后尘。

而我们知道 ,一直以来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政

变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拉美地区一直以来

社会问题非常突出 ,社会结构十分脆弱 ,稍有风吹

草动就会酿成大的动荡或危机。

可见 ,政治和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俄

罗斯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 ,20 世纪 90 年代 ,苏共垮台、苏联解

体 ,俄罗斯顷刻之间从专制的计划经济走上了宪政

的市场经济道路。然而 ,10 多年来俄罗斯经济一

直处于倒退和低迷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坏的市

场经济”泥坑之中。

另外 ,林毅夫教授将苏联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其

实施的赶超战略 ,并将这种赶超战略与苏联的计划

经济 (体制) 等同起来 ,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 ,赶

超战略并不必然导致计划经济 (体制) ,如前所述 ,

德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都曾经实施赶超战略 ,

但这些国家都没有因此而形成明显的计划经济 (体

制) 。因此 ,苏联失败的原因只能归咎于计划经济

(体制) ,而不能归咎于赶超战略。关于这一点可以

从印度经济发展的情况中得到证实。

印度独立后半个世纪以来 ,最大特点之一就是

政治社会保持相对稳定 ,没有出现重大的危机和动

荡。独立后 ,印度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混合经济体

制 ,并且实施计划经济浓厚的赶超战略。在独立之

后的 30 年里 ,印度的经济一度是世界上管制最严

厉、最封闭的经济之一。在国有经济政策和严厉的

许可证、配额制度的束缚下 ,印度的经济表现是令

人失望的 ,1950～1980 年年均仅增长 1. 7 %。所

以 ,印度经常被作为错误发展战略的反面典型。

然而 ,自 1980 年开始 ,印度的人均经济增长率

增加了一倍多 , 1980～ 2000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3. 8 %。1990 年代中后期的部分年份增长率接近

6 %。现在 ,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

国家之一。

新的研究指出 ,其根本原因在于 1980 年代早

期印度开始抛弃以前的计划经济政策 ,中央政府对

私营企业的态度从敌视转变为支持。而在这一时

期 (1980 年代) ,印度事实上并没有放弃赶超战略。

事实上 ,即使 1991 年曼莫汉·辛格 ( Manmohan

Singh)启动了经济自由化政策以来 ,印度也并未放

弃其赶超战略。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 ,印度政府以

软件产业为重点大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早在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决心

“用电子和教育把印度带入 21 世纪”。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印度政府根据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 ,专

门制定了重点开发计算机软件的长远战略。90 年

代末 ,印度设立了国家信息技术和软件发展工作办

公室 ,提出了包括 108 条政策措施的《信息技术行

动计划》。现在 ,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

生产和出口大国之一。

综上所述 ,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 ,既非

宪政改革 ,亦非文化 ,更非战略 ,而是而是稳定市场

环境下的不断创新 (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

三、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

众所周知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令世人

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多年来的高

速增长得益于国家政治社会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

的经济体制改革创新和以引进为主的技术创新。

然而 ,今天中国却面临着稳定危机与创新不足的

“双重困境”。

(一)迫在眉睫的“稳定危机”及其根源

现在 ,有一种正在广为流传的观点是 :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是国家发展的一个临界点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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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这个临界点 ,一国就有可能向社会稳定、共同

富裕的当代欧美国家的方向发展 ;走不过这个临界

点 ,一国就会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贫富悬殊、失

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 ,导致经济社会

发展长期徘徊不前 ,社会动荡和倒退。

显然 ,中国正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 : 2003

年 ,中国人均 GDP 首次突破了 1000 美元。

而今天的中国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拉

美有许多相似之处 :两极分化、腐败、国有企业效率

低下、农村发展缓慢以及地区差别扩大 ,基尼系数

突破国际警戒线 ,自然环境日益恶化 ,自然资源日

益枯竭 ,而日愈严重的发展差距演化为日愈严重的

社会冲突等等。

因此 ,近来许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开始质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是否错了 ? 我们是否离

“拉美陷阱”仅一步之遥 ?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危险”,其根本原因是强势

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制衡力量 (包括中央控制力和

弱势群体谈判力)的下降。这些强势利益集团包括

部门利益集团、地方利益集团、富裕群体等等。当

这些强势利益集团失去制衡时 ,它们就会恃强凌弱

(主要是指利益集团掠夺与分利的行为 ,如“圈钱”

和“圈地”行为) ,其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

团 ,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而从当前贫富差距、

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及宏观经济

政策效果不甚明显等情况来看 ,中央政府对这些强

势利益集团的控制力可能在降低。如果任由这种

态势发展 ,强弱两大集团最终会走向对抗 ,导致社

会动荡 ,经济徘徊不前。

(二)“创新不足”及其根源

这里讲的“创新不足”主要表现为体制创新能

力低下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低下。事实上 ,这是导致

当前失业严重、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产

品竞争力低下的主要原因。而“创新不足”的根源

是“准计划经济”。

众所周知 ,迄今为止我国仍然是混合经济 ,既

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也不是过去意义上的计划经

济 ,而是在很多调控领域有计划的“准计划经济”。

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问题、计划与市场的问

题、垄断与放松管制的问题没有完全理顺 ,经济运

行机制不畅 ,市场秩序混乱 ,资源配置扭曲 ,其结果

是导致中国整体效率的低下[3 ] 。例如 ,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 5 倍于世界平均水平。再如 ,例如在

《2002 - 2003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技术指数的排序

上 ,中国仅列第 63 位 ,排在突尼斯、毛里求斯、博茨

瓦纳、多米尼加、纳米比亚等国家之后。由于“准计

划经济”的存在 ,国家的资源都主要流向了总体上

没有就业增长的国有经济部门 ,能带来就业增长的

民营企业的发展因此受到抑制 ,其结果是总体失业

严重。

而从“准计划经济”中获利往往是一些强势利

益集团 ———大企业、行业部门、地方政府 ,所以对于

“准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往往受到它们的抵制 ,

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困难重重 ,步履维艰。中央出台

的改革政策 (包括宏观经济政策) 往往都“下有对

策”,严重阻碍了国家整体效率的提高。

(三)应对之策

从上述可知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危机与困境的

主要根源是强势利益集团的过度膨胀。如果任由

它们发展 ,必然导致社会失衡和分裂 (包括国家分

裂———如果“台独”势力过度膨胀的话) 。因此 ,当

务之急是“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增

强中央的权威 ,以便有效遏制腐败以及各种强势利

益集团的无良发展 ,减轻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 ,构

建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 ,要大力推

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成熟的

市场经济环境 ,让各个利益主体享有充分的经济自

由 ,并充分享受自己的生产和创新成果。

事实上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五

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 ,近来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 ,

都表明了中央决策层对“稳定与创新”高度重视。

“稳定与创新”是就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而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所

以 ,“稳定与创新”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

脉相承的。因此 ,保持“稳定与创新”的高度统一是

国家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根本。

当然 ,发展的目标是多方面的 ,但是各个方面

的工作都应该围绕“稳定与创新”这一主题来展开。

限于篇幅 ,本文不打算就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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